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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目的？ 

——基于克拉克教授《高等教育系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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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

重视，其关于大学目的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仍具有批判价值与借鉴意义。结合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经

验，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

关系解读大学目的，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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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

织的跨国研究》（以下简称《高等教育系统》）是高等

教育学界的经典著作，该书从组织的观点把高等教育

系统看作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从高等

教育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工作、信念和

权力三者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据以反思高等教育

运行的规律，其严谨学风和真知灼见一直为研究者所

敬佩和重视，并不断给予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以

启发。其中关于大学目的的观点，更值得批判借鉴。

本文结合近代中国大学的经验，针对当今中国的高等

教育改革，梳理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

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

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就大学目的与克拉克教授作

一初步商讨。 
本文所说的“大学”是从狭义上说的，不包括独

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一、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 
“追求真理”的关系 

 
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实际上涉及大学目标

系统自身的内部关系问题。 
克拉克教授在《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一章中就讨

论了“知识”，他认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

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

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

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1](11)。可见知识对于大

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他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

既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

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更不必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系统的目的了。”[1](18)在克拉克教授看来，一方面，知

识很重要，它是“处于行动核心的无形材料”[1](26)；

另一方面，知识很复杂，所以大学目的似乎是个说不

清、道不明的问题。 

克拉克教授认为：虽然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很重要，

但类似于“消除无知”之类的目的却是“自然模糊”

的，但“这种表述并没有说清楚高等教育为什么

（why）、是谁（who）和怎么样（how）：学术和教育

是为了自身的理由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学校应该培

养统治人才还是训练普通百姓？是应该满足学生的需

要还是人力规划的需求，或两者都不是？应不应该传

授社会学、工艺学和理发术？对这些课程重点应放在

哪里？”[1](18)这段话有待进一步分析。作为一个系统，

知识是复杂的，但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不可通约，

所以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家族类似”的概念。与其说

大学的目的是一个具有“自然模糊性”的东西，倒还

不如说它是种“家族类似”，这样更能比较清楚地把握

知识系统的内在层次，将差异性（也就是“自然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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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 
克拉克教授在书中对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

有很精当的论证，很能说明问题。但他只是把不同层

次的问题混在了一起，虽然精辟，但不够清晰。他的

分析存在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忽略了复杂知识系统

内部的层次性。这种失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在界定

大学目的时，把目的和原因（why）、措施（how）、职

能等混为一谈。这些东西在克拉克教授看来，都是“目

的”。其实，如果要用目的一词来统称它们也并无不可，

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对目的与手段的相对性的分析，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关系层次中，

它们可以转换。问题就在于这些要区分出这些不同的

层次，而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克拉克教授恰恰忽视

了这一点。 

根据克拉克教授所提到的几种关系，可以对“大

学目的”这个家族类似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最高层

次上的“目的”其实就是大学的“精神”，它的核心就

是“追求真理”（也就是克拉克教授所批评的“消除无

知”）。对真理的追求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共性。

学术和教育无论是为了自身的理由，还是为了国家的

利益；学校无论是培养统治人才，还是训练普通百姓；

无论是应该满足学生的需要，还是人力规划的需求（或

两者都不是）；无论是主张还是反对传授社会学、工艺

学和理发术：都是在“消除无知”（也就是“追求真理”）

这个总目的的统摄下进行的，与这个总目的相比，其

他方面都是手段。比这要低一级的层次则是大学的“职

能”，它包括“是突出教学，还是强调研究，抑或看重

社会服务”这些被克拉克教授作为“目的”讨论的内

容。这些职能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的职能进行了解

释，但同时都是以“追求真理”这样一个总的目的为

底色的。再低一级的层次则是更为具体的“措施”。“应

不应该传授社会学、工艺学和理发术？对这些课程重

点应放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是对应于不同的职能

（教学、研究、服务）而采用的不同的措施。“精神”

-“职能”“措施”三者构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他们交

叠着产生着因果关联。具体地说，对“精神”与“职

能”而言，“精神”是目的，“职能”是手段；对“职

能”与“措施”而言，“职能”是目的，“措施”是手

段。这种层次间的联系与差别是需要弄清的，而克拉

克教授则用他所谓的“自然模糊性”进行了笼统的概

括。这种概括从局部看无疑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他未

能对不同层次和类别进行区分，也就难免片面。 
虽然知识系统本身很复杂，但在大学领域中，它

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呈现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上的“家族类似”。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大学在“职能”

和“措施”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以“追求真理”

作为最高也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所

以说“一个礼仪的、有秩序的社会依赖于人们对真理

和公正的概念性理解，而这些理念正是高等教育关注

的目标”[2]。时至今日，即使是科尔所概括的复杂多

样的“多元巨型大学”也没有偏离这一目标，“虽然受

到变革的折磨，但它保持着稳定的自由。虽然它连一

个可被认为是自身的灵魂都没有，但它的成员却为真

理而献身”[3]。也正是靠着这一点，西方现代大学才

得以走过数百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才得以把大学与其

他社会组织结构区别开来。 
克拉克教授其实看到了知识这个核心的无形材料

的重要性，他认为“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

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不仅历史上如此，不同的社会也同样如此”。[1](12−13)

他甚至谈到了“承认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各组成单位

都有它们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反过来以累积的形式

成为规模更大的系统的操作目标”[1](23)，但他没能更

进一步，或者说没能更上一步，他忽视了“意义是属

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的，而知识则属于超越感觉的永

恒的世界的”[4]，所以他没能指出大学目的的统一性，

没能说明大学“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否则他就不

会对“消除无知”这一大学最根本的目的进行批评。

其实这一目的不仅妥当，而且天经地义。这样的目的

固然含糊，但对大学而言，却十分重要。由于有了“消

除无知”的目的，大学才不会成为工具，才不至于沦

丧到“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的地步，这一点

在确立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

德的归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秩序的美国也许并不成

其为问题，所以克拉克教授没有把它作为专门的研究

对象。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而

也才是我样应该关注的真问题。例如即使同样是“教

育市场化”，在价值判断、目的、制度环境、权力分配

等方面，东西方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5]。 
片面强调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而忽视了它

的统一性，只能导致大学改革的南辕北辙。今天中国

的大学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同时又举步维艰，包括北大

这样的最高学府也身处改革的旋涡之中，这一方面体

现了传统惯性之强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学目的不

明确而造成的失误。现在人们公认 20 世纪初中国大学

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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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弄明白了大学的目的究竟为何。这种目的，

就体现于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所

说的“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

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6]，

体现于竺可桢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中所说的“大

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

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7]。说白了，一点也

不模糊，就是那四个字：“追求真理。”  
 

二、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 
 

克拉克教授十分重视组织研究，《高等教育系统》

通篇贯穿的都是组织研究的方法，这正是他的一大特

色。但是，组织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目的、意义、

理念、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而不顾，更不意味着可以

否定后者在大学中的作用以及对后者进行研究的价

值。但是，很遗憾，克拉克教授在这本书中在这一点

上做得不是很到位，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厚此薄彼的倾

向，他认为：“那些用全面综合的形式阐述目的或概括

高等教育特点的人，是典型地、重复地从错误的端点

出发的人。他们从系统的顶端开始，而高等教育更佳

的端点是基层。”[1](25) 
既然如此，讨论大学目就丧失了意义。克拉克教

授认为关于大学目的的各种陈述，“除了它们用现在粗

糙的形式帮助指明高等教育的责任主要不在于生产物

质产品、保卫国土、提供福利服务、拯救灵魂或维持

法律秩序外（尽管仔细考虑的话，高等教育与上述   
各方面都不无关系），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

作。”[1](20)他还引用了迈克尔·科恩与詹姆士·马奇的

话作为论据：“几乎任何一位有识之士都可以做一次题

为《大学的目标》的讲座。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

愿去听这种讲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讲座及其

有关论文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也不乏精美言论，但

却几乎没有可供操作性的内容。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

陈述的努力往往不是提出毫无意义的目标，就是提出

的目标十分令人怀疑。”[1](19) 
不知道两位学者所说的“有识之士”当如何理解。

因为正如克拉克教授所分析的，这里所谓的“识”其

实也是一个具有自然模糊性的概念，在物理学上“有

识”的人，在社会学、教育学方面，就不一定“有识”，

最近几年不是有物理学界的名人说中国的大学教育办

得很成功么？即使是在同一领域，专家的“识”与普

通人的“识”也有不同，不是有经济学家公然宣称“中

国根本不存在两级分化”、“说中国两极分化是胡说八

道”么？如果是这样的“有识之士”讲《大学的目标》，

估计会“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这种讲座”。 

但是，还有一类“有识之士”，他们包括克拉克教

授提到的弗莱克斯纳、牛曼、洪堡，也包括克拉克教

授所没有提到的中国的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

高深学问者也”）、竺可桢（将“求是”做为浙大校训）、

张伯苓（提出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

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

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等等。即使是今天的中

国，象刘道玉、朱九思、张楚廷、朱清时这些老校长，

他们关于大学（包括大学的目标）的讲座，非但不是

“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反而是门庭若市、

应者云集。这些校长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居高位”，来

听讲座的，大概没有几个是领导指派的吧？更多的是

出于对问题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一道道景观，继承

的正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传统，

这也正是如今“天下滔滔”中的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

和希望所在。 
“善意的”“精美言论”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大学

目标的质疑，用“几乎没有可供操作性的内容”来批

评对于大学目的的讨论，则更是有点吹毛求疵之嫌。

就好象批评一条裤子不漂亮，因为它不是一条裙子一

样。组织强调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而目的则是贯穿、

体现于各自项具体操作之中的，两者的作用内涵和方

式均不一样，大学目的本来就是一个“务虚”的命题，

但批评者往往要用“务实”的标准来要求它，这真有

点要公鸡下蛋、母鸡打鸣的味道。克拉克教授认为大

学目的“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作”，“正规的

目标可以帮助内部人和局外人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

般性质。作为整合性的神话，正规性目标有助于提高

士气和抚慰外部群体。但它们丝毫不能告诉你具体做

些什么。”[1](25)这种批判逻辑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逻

辑与目标一样，也是一个虚的东西，而且也具有“自

然模糊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讲逻辑，正如讲

大学目的一样。布鲁贝克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区分了

学者和决策人在大学的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建议“学

者不能因为这种差别而走向极端去批评行动者的粗心

大意的分析，同样，行动者也不能走向极端指责学者

生活在象牙塔里”[8]。 
问题不止于此，克拉克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考察

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比

较现实的态度。这样我们就更有可能说知识是一个行

动者，是它决定了任务和群体。其实它不是：个人和

群体都为知识行动，教育群体组成和受控的方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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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组合的方式。随着一般性教育机构的演进，他

们发展了各类知识，并且决定了哪些种类的知识可以

存在并具有权威性。”[1](26)简言之，这里涉及的是知与

行的关系问题。为了论证组织的有用与目的的无用，

克拉克教授主张行前知后，行难知易。这种主张对于

今天的中国大学改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的

许多大学主事者，缺乏的不仅仅是理论，更多的是改

革的诚意和行动的勇气。熊丙奇在对当今中国高校体

制问题进行剖析时，曾约请过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

长，但是他们都以公务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为由

给推辞了。对此，陈丹青说：“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

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

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在‘办’他们；

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

所‘执行’。”[9](序 1)可见，大学校长的日子也不好过，

但校长毕竟不是愚钝之人，徐友渔指出：他所见识的

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

评起来，“鞭辟入里”[9](28)。但实际的格局并非人们想

象的那么机械僵硬、牢不可破，厦门大学不是破格聘

请只有大专学历的著名学者谢泳为中文系教授了么？ 
在另一方面，无论是“随着一般性教育机构的演

进”，组织的改变如何“发展了”“决定了”什么样的

知识，大学“追求真理”的目的却是恒定不变的，任

何真正的大学改革，都是要围绕这个目的而进行的。

克拉克教授自己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

许多在操作层次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连接起

来，形成更大的团体，那么在操作上他们就能实现更

大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目的，甚至形成自由或普通教

育。”[1](23)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把“许多在操作层次

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连接起来”的东西正是

他所轻视的大学目的，具体点说，是最高层次的目的，

也就是大学理念和精神。诚如刘道玉所指出的，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应当拥有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先

进的教学与科研设备、丰富的馆藏图书、充足的经费

等最好的硬件，而且还必须拥有自己先进的、专有的

软件——大学精神。二者相得益彰，都是必不可少的。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创造性的大学精神更犹如“文化

原子弹”一样，对于办好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是无形

的、长期的和无可估量的[10]。 
 

三、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教授在这里提出了“正规

的目标”一词并把它作为批判的靶子。克拉克教授说：

“为学术界确立统一标准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强求活

动和产品的一致性，而这与特定领域的特定学科内容

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1](45)撇开《高等教育系统》一

书在概念之间跳跃的频繁与活跃，单就“正规的目标”

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则是值得肯定的。正如迈克尔·科

恩与詹姆士·马奇所说，“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陈述的 

努力往往不是提出毫无意义的目标，就是提出的目标

十分令人怀疑。”实际上，杜威在对他著名的“教育无

目的”的论点进行阐释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教育目

的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定个人的固有活动和需要

（包括原始的本能和获得的习惯），教育目的必须能转

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方法，教育者必须

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所以说“一个真正的

目的和从外面强加给活动过程的目的，没有一点不是

相反的”[11]。这对当今中国的大学改革具有重要的警

示作用。 

在这里，“正规的目标”应理解为政治势力要求所

有的大学遵循共同的、具体的标准。这种要求显然是

与“追求真理”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同时也违背了大

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就其内容而言，知识是多

元的，高深的学问更是如此。用“正规的目标”（不管

它戴着多么光彩夺目的帽子）来实现“统一”，只会扼

杀知识和思想。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就像教会的情况

一样，大学依靠国家的税收。但也像教会一样，大学

的任务是超国家的。”[12]这种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基

本上成为一种常识，西方大学校长都赞同大学应该是

超政治、超国家的，即使是“服务社会”，也强调大学

对社会的引领而非简单的跟从，更不用说盲从了。 

在大学目的的现实超越性上是没有国别之分的，

近代中国的大学就懂得它的重要性。1939 年 3 月，陈

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

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

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

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

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

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

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 年 6 月 10 日，联大教务会

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

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党校更多的教学自

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

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

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

不必轻易更张”[13]。然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却在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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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长远的如“统一思想”“政治建校”，近期的如

高校政治课教材统一编写、研究生入学专业课统一考

试。可见目的与现实的距离。 
“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意

味着大学目的本身是没有必要的。轻视宏观层面上目

标的共性，片面强调中观层面上的组织研究，这样的

做法却造成了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割裂。正如前面

所说，目的这个“家族类似”区分为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的“子家族”，具体到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

上，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从最高的层次上说，知识领域是一个特殊领域。

在社会的其他领域，目的与现实的对立统一是应该的，

也是必需的。但知识领域却似乎是个例外，它是一个

只有下限而无上限的无限敞开的领域，中国的古人就

知道“人贵知足，唯学不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世

纪的大学才就“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样的与现实

毫无关联的“伪命题”争上数百年。正是在这样一个

“超脱”的领域，大学保持住了它的生机与活力。现

在的“走出象牙塔”还是“守护象牙塔”的争论，本

身就是大学这一生机与活力的体现。大学正是在保守

与开放之间稳步发展起来的，保持两者的张力十分重

要。否则只要“有关部门”一纸文件宣布“不争论”，

就万事大吉，岂不痛快？ 
赫钦斯当年提出的命题“大学应服务社会，抑批

评社会？大学应仰赖于人，抑能独立自主？大学是一

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应谋解决国家当前的实际需

要，抑其主要职责在传递及推广高等文化？”[14]也许

真是永恒的。对于大学目的的争论，反映的正是大学

的理念和精神，那就是“追求真理”。这种理念和精神

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但却是

大学的灵魂，没有它，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了。反观

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虽然“气势恢弘、波澜壮     
阔”[15]，但却主要是在通常所说的人、才、物上做文

章，意识到要更新意识、变革观念的却少有见到，能

体现出“追求真理”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丁学良

说“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理念”[16]。落到现实层面来，

我们可以说目的体现的是一种期望，合理的目的扎根

现实又高于现实。我们不能批评大学目高于现实，因

为与现实平行就不成其为目的，批评的关键在于它是

否扎根现实。如果脱离现实，那就是盲动，是大跃进，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有教训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克教授批评了“主张目

的清晰论的典型”赫钦斯对大学目的的观点，并切中

要害地评价道：“他在纯梦幻中所指摘的现实，却是美

国现代大学的现实，也是其他国家现代大学的现  

实。”[1](20)正如克拉克教授所批评的，赫钦斯的教育思

想中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单一、纯洁的目的观，在

赫钦斯看来，大学的目的必须是明确的、唯一的，“就

是在强调、发展及保护人类的理性力量”[17]。在担任

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实现他的教育目的，赫钦

斯实行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计划和“4E 合同”改革，

但最后，他私下认为并公开暗示自己是一名失败的教

育家。结合这段历史，可以说，克拉克教授的批评是

很有分量的。 
赫钦斯的纯美的大学目标注定了只是一个乌托

邦，但“取法乎上得乎中”，它对于今天的中国教育改

革是有着借鉴意义的。2000 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

时，有人提名总统职务即将卸任的克林顿和副总统戈

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

外。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

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个大学。领导大

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

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18]。从克林顿和戈尔最

终未能染指哈佛的结局可以看出，赫钦斯所说的那种

“强调、发展及保护人类的理性力量”的大学目的在

美国是存在的，她不仅有存在的现实根基，而且还根

基雄厚，生机勃勃。无论是从理论上的完备性看，还

是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看，大学目的及其研究都有存

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说，研究大学的目的不是

没意义、不重要，而是很有意义、很重要；我们现在

谈论大学的目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键在于是

真谈还是假谈，是在把握了大学的精神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谈，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事论事、隔

靴搔痒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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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s valued because of 
its speci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His thoughts on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can still be instructive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reforms today.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interpret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ly vague” and “truth-pursu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and organizations of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and reality of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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